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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路线”: 概念、内涵及其历史演变
*

李 华

［摘要］“群众路线”是中国政治理论中的一个独特且重要的概念，被视为中共的重要法宝和毛泽东

思想活的灵魂，中共的成长和成功离不开群众路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以及中共都面临着新的问题

和挑战，坚持群众路线尤其重要。在此背景下，对“群众路线”一词的内涵和演变进行梳理，有益于对这

个问题进行理论研究，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群众路线”; 概念内涵; 历史演变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 － 708( 2014) 01 － 0096 － 07

“群众路线”这个概念的内涵十分丰富，它既是表达一种认识论，也是表达一种组织原则、工作

作风和方法①。群众路线是在中共的发展历程中逐渐形成的，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党人长期探

索的理论和实践成果。自中共诞生至今，“群众路线”这个概念经历了不同时期的历史演进，主要体

现在以下几个阶段。

一、“群众路线”一词的提出及其早期内涵

在 1921 ～ 1927 年间，中共虽然还没有明确提出“群众路线”这个概念，但已对党与群众之间的

关系、党领导群众的方式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的阐述和探索。中共从成立伊始，就强调自身区别于一

般“研究性的小团体”，要求党“从小团体变为群众的党，要能做到从思想的团体变为行动的团体，要

能做到从支部基础的工作到大的群众行动。”②但 1927 年以前，中共主要是在城市中进行工人、学生

的宣传和组织方面的工作，因此在这一时期，中共所称的群众主要指的是工人和知识分子，在这两

个群体中，群众路线萌芽并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建党初期中国工人运动的勃兴，初步显示了党的群

众路线的威力。”③

在这一时期，较之于“向群众学习”的提法，中共更多强调的是对群众的宣传和教育，而非如后

来成熟的群众路线所要求的那样，既要做群众的老师，又要做群众的学生，从群众的实践中寻找真

理。因此，虽然这一时期中共常常提出和批评党员干部在实际工作中出现的失误和问题，但并没有

认为这些问题的出现是由于忽视“深入群众”、“向群众学习”的结果，中共此时尚缺乏“做群众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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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尤其是“做农民群众的学生”) 的思维和实践①。国共分裂以及深入农村之后，中共无论是从思

想认识还是现实的考量中都要求做到“向群众学习”，“做农民群众的学生”，并逐渐形成了“群众路

线”的认识论。

中共自建立伊始就注重深入群众，强调用群众自己熟悉的方式去教育和组织他们，但这一时期

中共更多的是与群众“建立友好关系”，还没有形成“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等具体的群众路线工

作方法和作风。如 1926 年 4 月 15 日在《我们今后怎样工作》中这样论述:“我们今后要深入群众获

得群众并巩固群众的联合战线，必须在宣传上及活动上极力矫正过去的错误……要有适合群众要

求的口号，才能集聚这些反敌人的势力。如果口号提高了，色彩鲜浓了，使群众畏避，自己陷于孤

立，甚或群众反被反动方面吸收过去，更是危险。”②虽然言辞中仍体现出与农民群众之间难以一时

抹去的“隔阂”，但 1926 年 9 月的《农民运动议决案》中，就提出比较接近于群众路线式的工作方法

和作风:“做农民运动工作的人，必须注意先使他自己的言语行动生活服饰农民化，而后始能接近农

民，使农民接受宣传。……要深知民间疾苦，才能说出农民的要求，要懂得客观可能行动的限度，才

能引导农民去斗争……应详细调查该地农民生活状况，习俗，习惯，找到可以接近他们组织他们的

方法。”③1926 年 9 月《妇女运动议决案》中也指出:“过去在许多地方，我们都是拿国民党的妇女部，

妇女协会，各界妇女联合会等机关去活动，去号召群众，但结果多忘记了群众，没有打入群众，而只

占据这些机关;……我们根本的责任在‘号召群众’，取得群众，决不是占据机关，形成一种机关运

动。因此我们要根本注意群众的工作。”④显然，这些历史文献表明，在 1921 ～ 1927 年间，中共在使

用“群众路线”一词时，主要将其看作是一种工作的方法或作风，这是其早期的概念内涵。

二、“群众路线”概念内涵的初步完善

1927 年国共分裂后，无论是基于解放群众的理想抑或自身存在和发展的考虑，中共都更加迫切

地需要走向群众、组织群众和领导群众。在 1927 ～ 1937 年间，中共自始至终都将“党”与“群众”的

关系视为革命的中心问题，视为衡量和考察各级党部工作成败的根本标准，虽然这 10 年间中共经历

了三次“左”倾，但即便是“左”倾的中共中央，也没有放弃中共与群众之间在价值和组织层面应有的

紧密关联，相反，其更加强调群众对于中共的重要作用以及中共走向群众的必要性———虽然不合理

的斗争方式使中共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动员、组织和领导群众的手段和力量。在这一时期，从事实

际政治军事斗争的毛泽东更能体会群众对于党的现实意义。1934 年初，毛泽东将其对于群众的这

种价值取向用经典的话语表述出来: “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 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

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⑤这一论述成为中共对

群众的价值取向通俗而直接的展现。

这一时期中共在农村地区的革命斗争使其迫切地需要宣传、组织和领导农民群众，占据中国人

口绝大部分的农民群众的解放也成为中共赢得革命胜利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1928 年中共六大将

“争取群众”作为总的政治路线( “争取群众的路线”) ，这一时期，“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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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成为中共实现其价值理想和解决现实问题时所遵循的基本路径，中共将“充分的群众工作”上升

到了“路线”的程度，“群众”和“路线”两个用语逐渐走向统一，“群众路线”这一整体性称谓也在这

一时期出现，并逐渐具备其特有的内涵。

一般认为，正是在 1929 年 9 月，周恩来最早将“群众”与“路线”两个用语结合起来，形成了全新

的“群众路线”称谓①。这一称谓是基于中共试图将群众工作“路线化”的努力以及诸如“经过群众

的路线”之类的说法而产生的，因此，这一时期的群众路线主要是指“借助、依靠、通过群众”，“公开、

广泛地”开展工作。如在 1929 年 9 月《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首次出现的“群众路

线”，便是针对筹款过程中“红军”与“群众组织”之间的关系提出的，即筹款工作必须发动、经过群

众，公开广泛地进行，不能依靠军队及其暴力狭隘地进行。同样，1930 年 5 月《中央通告第七十八

号———反帝国主义运动的策略路线》提出:“反帝国主义必须是公开的号召，充分运用群众路线，才

能团结工人，农民，城市贫民，小资产阶级群众，吸引国内一切少数民族，成为广大群众的斗争，绝对

不能束缚在党的狭小范围内，否则是极大的错误。”②这里的“群众路线”也主要是“公开的、群众的

而非狭小的、秘密的和少数人”的意思，因此，这里虽然将“群众路线”作为明确的工作准则提出来

了，但仍未赋予其丰富而独特的内涵。至 1933 年，“群众路线”这一称谓已经正式化和约定俗成了，

其主要表现为此时中共提出群众路线称谓时已对其加上引号，进行强调和特指，如 1933 年 11 月《中

共中央局关于巩固和发展新区边区给苏区各级党部指示信》中就提出:“没收分配的斗争，必须坚决

反对任何脱离群众的方式，充分运用‘群众路线’。”③

中共的工作重心在这一时期逐渐转向农村，中共党内农民成分的急剧增加使中共中央感到“农

民意识”已经对中共的先进性和工人阶级基础造成了侵蚀，“过去党内的生活大部分以全力致力于

农民暴动的工作，对于无产阶级领导革命的观念不甚坚决，所以有意和无意中忽略了城市职工运动

的工作，……因为现在中国的党员成份十分之八九是农民，所以许多党部的行动差不多跟了农民的

意识走。”④为此，党采取的方式是增强无产阶级的成分，减少农民成分以及消减农民意识等。

当然，这一时期中共并非没有认识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现实相结合的重要性，以及从中共

领导群众的具体斗争中形成正确认识的重要性，1929 年 6 月中共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

体会议的《政治决议案》中就指出:“若没有对于全党同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教育工作，特别

是在斗争中解释党的基本理论与策略，决不能推进党的布尔塞维克化，完成党领导革命的任务。当

然这样的理论的教育，要注意与实际斗争策略，党的日常工作，发生密切的联系，离开策略，离开工

作去高谈理论，这是一种清谈的倾向。这不只是使同志得不到正确的政治认识，而且是妨害党执行

在目前革命当中实际任务的最恶劣倾向。”⑤将这一探索深化的，则是毛泽东。毛泽东虽然也认识到

远离城市无产阶级会给中共带来不良的意识倾向，会削弱中共的先进性基础，但他并没有诉诸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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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共“群众路线”称谓( 只可认为是初步的“提法”和“用语”，而非完整意义上的“概念”) 产生时日的考据与争论，见施

光催:《李立三最早提出群众路线的概念》( 载《毛泽东思想研究》1991 年第 4 期) 及王德木:《周恩来最早提出“群众路线”的概念》
( 载《毛泽东思想研究》1992 年第 2 期) 。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六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94 页。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九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75 页。由此，如果 1929 年可以作为群众

路线称谓产生的时间，那么 1933 年则可以作为群众路线称谓正式化和约定俗成的时间，《剑桥中华民国史》亦将 1933 年作为群众

路线清楚形成的时间( 参见［美］费正清、费维恺编:《剑桥中华民国史 1912 － 1949，下卷》刘敬坤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年

版，第 201 页) 。1933 年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关节点，一方面是因为中共中央从上海迁至江西以及“围剿”背景下“群众工作”的急

迫性与现实性，另一方面也源于中共经过前十多年的努力和探索，已经在群众工作上有了具体的进展和理论的总结。此外，更为重

要的是，1933 年毛泽东有关群众工作、调查研究和反对教条主义的论述和思想已经初步形成，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思想

重要体现和组成部分的群众路线在毛泽东自身的理论、实践探索中得到了初步的阐发和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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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0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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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群众之间的必然联系，以及这种联系所带来的中共作为现代政党的必然先进性，他也没有将外来

的“本本”当作正确认识中国问题的圭臬。毛泽东更加强调中共从“群众的实践”中去获得正确的认

识，发现真理———当然，如同毛泽东后来所经常强调的“甘做群众( 主要是基层的农民群众) 的学生”

之类的说法，他的这种认识方式并不是“回归农民意识”，而是在中共和农民的具体实践中形成一种

交流，并且通过对这种交流的汲取、整合和深化来获取正确的认识，同时认为单靠农民群众自身，而

没有中共作为现代政党的存在，认识过程是无法进行的。①

这一时期，毛泽东对于群众路线认识论的推动作用不仅表现在其对教条主义的批判上，更表现

在他对调查研究的重视上，在 1929 年 12 月《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毛泽东认为“主观主义”

的解决方法应该是:“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

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②在 1930 年 5 月的《反对本本主

义》一文中，毛泽东更加鲜明地反对只依靠教条和本本，脱离群众和群众的实际斗争与生活的认识

现实的方式，他首先批评道:“许多的同志都成天地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岂

有共产党员而可以闭着眼睛瞎说一顿的吗?”③因此，毛泽东强调，解决现实问题最好的方式是从群

众中、从现实中找到各种“材料”，当党员干部通过调查研究，通过走出机关，深入群众的方式获取群

众的和基层的最直接的各种材料时，才可以称得上形成了对于现实的正确的认识，也便可以依据这

一正确的认识合理地解决各种问题，“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因为你未出门时脑子是空的，

归来时脑子已经不是空的了，已经载来了解决问题的各种必要材料，问题就是这样子解决了。”④

由此，在毛泽东看来，中共的上级机关的认识和指示的正确性不在于其作为上级机关自身的地

位，而在于其能否贴近现实和群众的需要，基层的群众在很多时候比党员干部更了解客观实际，乃

至更具智慧，“我们说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是正确的，决不单是因为它出于‘上级领导机关’，而是因

为它的内容是适合于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势的，是斗争所需要的。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

查，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为什么党的策略

路线总是不能深入群众，就是这种形式主义在那里作怪。”⑤为此，只有贴近群众和现实的认识才能

够深入群众，才能使中共不至于脱离群众，进而更好地动员、组织和领导群众，完成各种任务，“共产

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

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的。”⑥

在 1927 年至 1933 年间，毛泽东开展了一系列的调查研究，1931 年，他提出了著名的“一，不做

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⑦的口号，这就意味着中共仅仅依靠自身的

知识、阶级成分或者远离实际的各种理论和指示是远远不够的，这些都无法使其正确认识中国社会

和革命现实，反对教条和本本不仅要在理论上打破它，更需要通过党员干部实际的调查研究成果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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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这一创造既源自现实的压力又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逻辑，现实的压力使作为基本群众的农民的重要性越

发提高，而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则使毛泽东没有完全地回归农民意识，抹煞党的先锋队色彩:“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最初进行的

工作是组织城市工人。为什么又以农民斗争为中心了呢? 我认为这与其说是思想发展的结果，倒不如说是政治环境变化的结果好

一些。同样，我想他重视军事方面，提出农村根据地理论等，也都不是理论发展的结果，而是革命运动所处的环境产生了那种观点。
然而，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把那种新观点和新经验吸收到自己的思想中，是因为他从一开始就拥有马列主义的理论前提。他从 30 年

代后期就通过延安时代逐渐改变了他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的含义。”( ［美］本杰明 － 史华兹、［日］中嶋岭雄:《美日学者对谈录———
关于毛泽东思想起源问题的讨论》，萧延中主编:《国外学者论毛泽东》第二卷，中国工人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82 页。)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92 页。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09 页。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10 页。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11 页。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15 页。
《毛泽东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67 ～ 2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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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修正乃至替代各种脱离实际的理论和指示。

总之，在毛泽东的努力和示范下，中共对“群众路线”概念内涵的认知，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

得以初步形成，其主要表现为从群众中、群众的实践中获取材料，经过中共的理论整合，形成正确的

认识，并最终成为指导群众实践的思想。

这一时期中共的群众工作在现实压力下显得尤为突出和重要，因此较之前一时期，中共更加关

注在群众工作中所暴露出的诸多问题，如“盲动主义”、“军事投机”、“命令主义”以及“官僚主义”

等，看到了这些不当的工作方法和作风阻碍中共与群众的紧密联系，使中共脱离群众，“最主要的危

险倾向就是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他们都是使中共脱离群众的。”①而中共脱离群众最主要的表现就

在于“替代群众”和“不顾群众”，因此，中共六大《职工运动决议案》就指出:“共产党……应当严重

反对知识分子藐视群众无知识无文化而自骄自傲的态度。应当严厉的反对工会工作者‘替代群

众’，‘不顾群众’而擅自决定一切问题的企图。对于这些现象应当毫不容情的肃清。”②显然，中共

虽然是比群众先进的领导者，但正确的工作方法和作风并不是只依靠中共做决定和执行任务，相

反，中共应该教育群众，说服群众，“只有说服群众才能领导群众，只有说服群众才能取得群众。只

有国民党与群众的关系是‘命令’的关系，共产党必须坚决肃清这种同国民党合作时代的传染病，才

能真正取得千百万群众。”③

此外，较之前一时期，这一时期的中共在现实的工作中已经逐渐地将群众工作的作风和方法系

统化、原则化和理论化了，这首先表现在中共提出群众工作应该“到群众中去”，“我们只有‘到群众

中去’才能够推动群众，不应该也决不能够站在群众外边，命令群众，我们只有在日常工作的努力，

来推动群众的实际斗争; 不应该用临时拉夫的办法，来制造群众大斗争的空气，我们的工作，应该切

切实实推动群众不断的斗争……”④要“面向群众依靠群众与经过群众”，“……集中火力向脱离群

众的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开火，……一切决定的执行，必须面向群众依靠群众与经过群众。”⑤其次，

这一时期，中共将正确地动员、组织和领导群众上升到了“工作路线”的高度，将群众工作中脱离群

众的错误视为“非群众的工作路线”，1929 年 6 月中共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职工

运动决议案》在谈到海总工作时就提出:“改正海总非群众的工作路线。由下而上建立群众的组织，

充实海总下层群众的基础，纠正过去机关式包办式命令式的工作方式，要运用组织的形式来领导群

众的斗争。”⑥

最后，这一时期，中共已经明确提出了作为工作方法和作风的“群众的路线”和“群众路线”的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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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第 315 页。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第 384 页。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第615 ～ 616 页。作为较早关注党的群众工作的领导人，张闻天指出不仅要教

育和说服群众，还应向群众学习:“要使我们党真正能够变为群众的领导者，我们不只要教育群众，说服群众，而且要跟群众学习。”
( 《张闻天文集》第一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376 ～ 377 页)

1929 年 8 月 5 日《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信》，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中共中央党校

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735 页。这一时期党的其他领导人也提出了类似的“到群众中去”的口号，如李立三在 1929 年提出:“做群众

工作，是要到群众中去，是要唱群众能听得懂的调子，才能引起群众的同情，才能使群众和唱起来。决不是坐在外面，唱一些‘阳春

白雪之曲’，群众莫名其妙，或许还会以为这是一些疯子，决不敢亲近我们了。”( 李立三: 《目前政治形势的分析与我们的中心任

务》，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第 670 页) 在此文中，李立三还提出要完成一本《怎样争取群众?》的著作:“至于

正确的分析了目前的革命形势以后，自然更迫切需要对于战术与策略以及运用方法的详细的解答，我预备继续写一本《怎样争取群

众?》的小册子，来完成这个任务。”当然，毛泽东真正将这一目标现实化了。张闻天在 1933 年也提出:“新的领导方式的最主要的表

现，不是去看这个县委的书记是不是在家，各部工作人员是多是少，有无开会的议事日程等等，而是要看党在群众中的领导作用，要

看党是否能灵敏的反映下面的群众情形，很迅速的解决群众的迫切问题，动员与组织群众来响应党的每一号召。”( 张闻天:《学习领

导群众的艺术》，《张闻天文集》第一卷，第 373 页)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九册，第 68 页。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第 313 页。



“群众路线”: 概念、内涵及其历史演变

念，并作为特定的原则来指导中共的群众工作: “新区边区的党在领导方式上最基本的弱点是不会

运用‘群众的路线’，在没收分配土地，肃反等残酷的阶级斗争中，不会发动群众参加，许多地方只是

少数工作人员直接的干，日常工作也是这样，干不通时，便强迫命令群众，或则消极起来，坐在机关

里叹气。这种领导方式的基本出发点，当然是由于不相信群众的力量，认为群众不能起来的，只有

自己干，……所以要使党的领导能够充分的运用‘群众路线’就必须努力组织群众的工作，首先最重

要的是工会，青年团和贫农团，在群众组织中建立党团，党的每个口号经过自己的党团去动员各种

群众组织。”①

这一时期，随着中共的工作重点逐渐从城市转入农村，作为一种组织原则的群众路线不仅仅体

现在中共党内，苏维埃政权亦通过“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建立和运作起来。中共的组织自身非

常强调“民主集中制”的这一组织原则，虽然在现实的压力下，中共必须强调自身的巩固、统一和团

结，强调在铁一般的纪律下塑造党的力量，但是只要现实情况允许，党内的民主主义依然受到重视，

党内的选举、普遍的讨论以及自下而上的了解和监督也尽可能地得到推行。1928 年初，中共中央明

确指出党内民主的意义:“1、要全体党员参加党的生活与了解党的策略; 2、尽可能的经过党员群众

讨论党的各种实际斗争的策略; 3、尽可能的实行指导机关由代表大会或党员大会选举。但决不是

要下级负责同志或每个党员无理的攻击上级机关负责的同志，决不是要上级机关无权威，一切都要

解决于党员群众……。”②同年 7 月中共六大的《政治议决案》亦着重强调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实行

真正的民主集中制: 秘密条件之下尽可能的保证党内的民主主义; 实行集体的讨论和集体的决定主

要问题; 同时反对极端民主主义的倾向，因为这是可以破坏党的纪律，不负责任的态度可以因此而

增加，而且损害党的指导机关的信仰。”③在领导干部与党员群众、党的严格纪律与党内民主之间形

成一种良性的平衡是中共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基本逻辑，依照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中共与党员群

众之间就能够紧密结合，能够发挥领导干部和党员群众双重的积极性，而违背这一组织原则，中共

必将丧失党员群众的支持，中共的干部也因失去群众的信任而丧失其应有的价值和作用。虽然这

一时期中共经历了多次“左”倾浪潮的冲击，使中共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很多时候难以落实，但中共

仍旧将“走群众路线”作为党内纪律和民主实现的理想方式:“对于严重政治错误而又固执不改的同

志，我们需要在群众前面指出他的错误，使他的错误观点不能在群众中起作用，使群众不信任他，最

严重的惩罚便是公开的消灭他在群众中的政治生命，而不是暗地里消灭其肉体。”④

此外，伴随着根据地苏维埃政权的建立，这种政权体系沿用和发展了中共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民主集中制由此成为苏维埃政权机关的组织原则和民主形态，这在政权与群众之间的关系上就表

现为苏维埃政权是“群众自己的政权”，政权的目标是为了解放群众，政权必须依靠群众的创造、参
与和监督，政权权力的行使和政策的落实也必须深入群众和通过群众，并最终为了群众。“苏维埃

组织应当采取民主集中制，……苏维埃的群众化是对的，群众化的主要意义是要苏维埃真正由群众

产生出来，实际为群众利益而努力，吸收群众中积极分子参加苏维埃各部各委员会工作，经常向群

众报告苏维埃的工作，……如果有精密计划，正是发挥群众创造精神的动力，如果群众有比苏维埃

更好的意见，可提出苏维埃采纳，……这绝不妨害群众创造精神的发展。”⑤

由此，不仅中共自身的组织和运作必须“走群众路线”，中共所建立的政权也必须“走群众路

线”，作为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的群众路线在中共和中共所建立的各种组织体系中都得到了广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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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

三、“群众路线”概念内涵的基本定型

以延安时期为中心的 1937 ～ 1949 年间，是中共对“群众路线”概念内涵认知基本定型的时期，

“延安时期的许多政策都是在瑞金的最先尝试、并逐渐发展成熟的办法。在理论阐述的支持下，20

世纪 30 年代初的实验性创议如今已成为完整的操作制度。”①一般认为，毛泽东在 1943 年 6 月 1 日

为中共中央所写《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是“群众路线”概念内涵基本定型的标志，其中所

提出的“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成为对“群众

路线”概念最典型的论述，“至一九四三年六月一日，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已经成型并延续至今，

几乎没有发生任何改变。”②群众路线概念在这一时期的基本定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群众路线认识论的最终形成。作为一种认识论，群众路线强调党的正确认识不源自外来

的教条和理论，而源自党员干部对于现实和群众的调查研究，唯有通过中共与群众、认识与实践之

间不断的循环往复，才能够形成正确的认识，也唯有这样的认识，才能成为中共指导一切的科学原

则，1937 年 7 月毛泽东的《实践论》对于群众路线的认识方法做了最为深刻的阐述和最为详细的说

明，“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

众的意见( 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 集中起来( 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 ，又到群众中去作宣

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

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
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③以 1941 年 3 月、4 月发表的毛泽东《〈农村调查〉的序言和

跋》，同年 8 月，中共中央发出的《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央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等为

标志，“群众路线”概念不仅作为认识论在理论上成熟，也通过调查研究的广泛推行，在现实中发挥

着更重要的作用。

其次，群众路线进一步地原则化和操作化。这一时期，群众路线理论和概念更加成熟和丰富，

成为中共必须遵守的鲜明而根本性的原则，与其概念化和理论化相伴随，这一时期迫切而丰富的群

众工作实践也使群众路线具有了更加细致、多样和成熟的操作方式。

最后，群众路线实际作用的有效发挥。这一时期，延安整风创造性地运用了群众路线方式，更

加有效地推进了中共的作风建设; 在军队建设上，军民之间以及军队内部上下级之间的群众路线推

进了军民一致和官兵一致; 政权和民主建设中的群众路线既保障了对群众的组织和动员，又赋予群

众政治上的主体地位，推动了群众的政治参与; 经济文化建设中的群众路线既满足了群众对自身利

益的现实要求，又使中共的政策和价值不脱离群众，被群众认可和接受。
( 本文作者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讲师 杭州 31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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